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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史研究的借鉴与融合
———从约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谈起∗

卢凌宇　沙子舒∗∗

内容提要 史学的基本学术功能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

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辅助外交史研究,取决于国际关系

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外交史的学术功能.美国冷战史

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经积极地在历史研

究中应用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肯尼思尼尔华尔兹的“结构现实

主义”未能预测到冷战和平终结,加迪斯严重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预

测功能,转而批判国际关系理论,提倡使用单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事

外交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并非不具备预测功能.加迪斯误解了

“结构现实主义”的功能,把解释性的理论用来做预测,并因此质疑所

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性等原因,国
际关系理论进行预测只可能是概率性的.事实上,只要遵守理论借

鉴的“功能匹配”原则,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外交史研究的犀利工具.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约翰加迪斯 国际关系学 外交史

预测 功能匹配

６３

∗

∗∗

卢凌宇: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６５００９１);沙子舒: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邮编:６５００９１)

本文是２０２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非合法性暴力对发达国家能力的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感

谢«国际政治研究»的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且富于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章的疏漏和不足

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LewisGaddis)是

冷战史研究名家,被«纽约时报»誉为该领域的“泰斗”,曾先后出版了«美国与

冷战的起源:１９４１—１９４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长和平:

探究冷战史»«美国与冷战的结束:意义、反思与挑战»和«我们现在知道了:重

新思考冷战史»等著作,①分别代表了他在不同时期对冷战的思考.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加迪斯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复杂的、多维度的历史叙事

来展现冷战发生和演化的历史进程.在该阶段的代表作«美国与冷战的起源:

１９４１—１９４７»中,加迪斯运用美国新解密的大量官方档案对１９４１—１９４７年美

国对苏联的政策进行分析,②行文简洁明快,描述为主解释为辅,把是非判断和

因果分析等留给读者,体现了加迪斯早期对冷战史的思考.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肯尼思尼尔华尔兹(KenＧ

nethNeal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日益受到关注.在华尔兹的启发下,

加迪斯开始尝试纠正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贫乏”和视角单一的不足,着

手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冷战史.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长和平:冷战

史考察»和«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他提倡以国际关系理论

来指导跨学科的外交史研究,在冷战史研究中大胆地应用华尔兹的理论,从安

全和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解释冷战的起源等问题,③同时从战略的视角对遏制战

略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冷战期间大国稳定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核武器所起的

作用等.④ 加迪斯这个阶段的工作掀起了“后修正主义”冷战史研究的高潮.

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和平终结给政学两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几乎

整个学界都没有预测到冷战的和平终结,哪怕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个方面.⑤

加迪斯深入地反思了此次预测的失败,研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限度以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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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面对的困难和前途.以１９９２年«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终结»一文

的发表为标志,加迪斯实现了从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来辅助外交史研究到高度

重视史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又一次转变.①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

学教授史蒂文赫斯特(StevenHurst)认为,加迪斯早期的著作体现了明显的

“新现实主义”色彩,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则回归到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正

统”.② 加迪斯强调,相较于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学方法在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

和外交史上更具优势,并且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要优于社会科

学.③ 作为一位在冷战史和外交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的学者,加迪斯的这个转

变不仅反映了冷战史和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变化历程,而且扩大了国际关系理

论与外交史研究业已存在的鸿沟.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

论无助于外交/国际关系史研究.实际上,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的批判是理论“功能错配”的结果:他将原本适用于解释的国际关系

理论用于预测.换言之,只要功能匹配恰当,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外交史研究的

犀利工具.不仅如此,加迪斯还误解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性质,对于具备预

测功能的国际关系学做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掉进了“历史决定论”的陷阱.

本文正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探讨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外交史

的关系.第二部分概述国际关系学对外交史研究的作用.第三部分是全文的

重点.本文借鉴德国曼海姆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克施文德(Thomas

Gschwen)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欧洲政治教授弗兰克席美尔芬尼(Frank

Schimmelfennig)提出的类型学标准,从研究设计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

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外交史研究借鉴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进行功能匹配,

不能用解释性国际关系理论来进行预测.此外,国际关系的预测性理论都是

概率性理论,无法确保预测成功.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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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的功能

历史是有记录的文字所描述的过去.① 历史学则通过叙事来探讨和分析

过去的事件,或者客观地判断过去事件的因果模式.②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子学

科,外交史致力于探讨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官方交往的历史.③ 外交与国际关系

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国际关系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间的互动,外交

则侧重国际关系中的官方交往.④ 从学科属性来看,历史学是所谓人文学科

(humanities)的主干学科之一,国际关系学则是一门社会科学(socialsciＧ
ences).⑤ 社会科学也被称为“软科学”,区别于以物理学和化学为代表的自然

科学或“硬科学”,两者共同构成“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目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差别.就认识论而言,自然科学旨在发现一般规律,为此

总是致力于“抽象化”和“普遍化”,从个别现象中归纳出规律,把特殊规律提升

为一般规律.人文科学则倾向于把研究对象“具体化”或“个别化”,强调个体

的特殊性.⑥

尽管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存在明显的学科定位差异,但是,外交史学家和

国际关系学家都倾向于强调两者相互借重.在他们看来,两者相互借鉴的前

提是它们存在共性或者紧密的内在联系.加迪斯认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

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人类社会现象,而不是实验室里发生的反应,因此都

属于“不可复制”的科学范畴.⑦ 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共性在于“实现解释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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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它们“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完全一致的”.①

本文认为,从操作角度看,国际关系学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辅助外交史

研究,取决于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外交史的学术功能.
广而言之,历史的功能主要有两类:一是个体功能,比如明智、蓄德;二是社会功

能,包括政治功能和学术功能,其中政治功能主要指教育(比如为执政党服务)、
资政.② 在历史的社会功能这个范畴里,如果说政治功能的重点是“致用”,那么

“求真”则既是历史发挥学术功能的前提,也是学术功能最重要的内涵.③

历史的传统学术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描述(description),二是解释(exＧ

planation),其中描述是解释的基础,也是传统上历史学最重要的功能,解释则

是描述的延伸和升级.１９世纪的史学家往往把历史定位于解释而非描述,重
点关注社会的结构、政府形态的演化和国家间的关系.他们宣称历史学家有

三重任务:一是收集和调查事实,研究事实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二是发现社会

的组织、生命周期及主导历史进程的法则;三是重视一个个历史事实的生动面

貌,展示它们的个体形态和特质.实际上,发现法则和展示特质都是解释的范

畴,但它们的基础则是“收集和调查事实”,则是描述的主要内容.
在目前西方史学的三个主要范式中,兰克史学、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范

式对于史学功能各有侧重.兰克史学强调“如实直说”,运用原始材料对历史

事件做出描述,高度重视史学的叙述功能.年鉴学派强调跨学科的长时段研

究,鼓励使用计量方法来解释历史.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陈述

历史发展的规律,还要总结历史规律并做出解释.④ 加迪斯在«遏制战略»一书

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家被分为两类,分别是“聚合者”与“分割者”.“聚合者”
重视解释历史,“用一种有序的模式避开历史的混乱无序”“将秩序加诸于往

昔”,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分割者”则专注于描述特定的历史事件,“他们喜

欢指出例外、保留、难以协调的矛盾”.⑤

预测(prediction)并不被视为历史学的传统目的或功能.⑥ 不过,古往今

０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olinElmanandMiriamFendiusElman,“DiplomaticHist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RespectingDifferenceandCrossingBoundarie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２２,No．１,１９９７,pp．８Ｇ１１．

刘志琴:«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８３—８６页.
尤学工:«论史学价值和历史教育»,«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７—３０页.
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１６页.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导言,第５页.
“预测”主要由两个英语词来表达:一是“prediction”,二是“forecasting”.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既

包括对未来的预见,又指对于已发生但尚未知事件的推测,而后者则只具备前一个意义.本文中按照惯例,
统一使用“prediction”这个词,但在内涵上主要指针对未来的推测.



来,不乏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预测功用.比如,修昔底德曾言:“过去发生的事

件将要在未来的某个的时刻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重复出现.”①外交史和国际关

系史对预测更为重视.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历史学教授爱德华英格拉

姆(EdwardIngram)指出,时间是历史的主轴,历史学家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

上向前看也向后看,虽然回顾过去更常见.②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戈

登克里格(GordonCraig)大量地借鉴了理论家的工作,提倡历史学家寻找各

种案例之间的关联性并由此进行历史预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把独特的个案

视为某一族或某一类现象的成员,然后通过合理的分析方法,发现不同变量间的

联系.这些联系可能具有因果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有预测价值的指标使用.”③

二、国际关系学如何助益外交史研究?

从知识形态和存量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学主要是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导

向在美国体现得尤其明显.有外交史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

如英 国 萨 塞 克 斯 大 学 国 际 关 系 学 教 授 克 里 斯 托 弗  索 恩 (Christopher

Thorne)认为,国际关系学的高级抽象概念是“超理性的演习”“与历史事实提

供的复杂性脱节”“进入了准神学的高级阶段”,并“使用一种不可爱的语言进

行表达”.④ 他认为,历史研究比理论构建厚重,“理论是灰色的而叙事的生命之

树常青”.⑤ 尽管如此,大多数外交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值得借鉴.

在我国,一些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⑥ 例如,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认为,在对冷战性质的分析中,国际关系理论不

仅能从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解释(如马克思主义),也能从比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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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更为宽泛的观念和文化的角度解释(如建构主义).既然不同的国际关系

理论对冷战性质的解读各不相同,那么就并不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

理论,我们结合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对问题进行分析,才会对冷战的性质有

比较全面的把握.①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桂银指出,国际关系局部理

论对当代史研究特别是现状研究或案例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是由局部理论

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局部理论即微观理论主要指对国际关系事件和

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注重精准描述与解释,运用科学的定

性或定量方法来验证假设,是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的理论,而具备这些性质和

特征的理论对总体理论即宏观理论做出了补充,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议

题和方法等都大大扩展,如决策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以及博弈论,它们对国际

关系理论的研究的适切性都不言而喻.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在«国际

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一文中提到,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性遮蔽

了试图做出预测的学者的视野,“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进

行界定”,结果则是损害了知识的完整性,并且提出了历史学可以在多个方面

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质量.③

本文认为,在既定的学科差异之下,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是相互促进的.

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显著地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我们谈到历史学研究对国际

关系理论的借鉴时,我们主要指国际关系理论辅助历史学更好地实现它的三

个学术功能:

(一)描述历史事件和过程

国际关系理论能辅助史学更好地发挥描述功能,使陈旧的历史材料展现

出新颖的描述视角.国际关系理论会让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更加紧凑,让对繁

杂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呈现出规律与模式.

描述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收集事实,主要来源是档案和历史事实汇总.

描述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学家发现历史规则和进行历史解释都是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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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实现的.①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加里金(GaryKing)等把描述

和解释视为社会科学两个相互依赖、互相强化的目标.“没有好的描述,我们

无法建构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反过来说,描述如果不和因果关系相联系,就会

失去大部分意义.”②重视史料的历史学家往往只关注一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

对抽象程度较高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感兴趣,其史学研究成果表现出支离破碎

与模棱两可的特点.意大利哲学家贝尼戴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指出,

简单的编年史只不过是历史的废物、腐败的尸体,在理论的指导下,历史才具

有前进的方向,历史事实的叙述会呈现出规律与模式.③ 历史描述本身是庞杂

的,但由于理论发挥的梳理作用,历史的脉络并不是杂乱无序的,历史研究也

不是单纯的事实的排列与历史事实的积累.

按照科学的标准,好的历史并不等同于对历史事件做出完整描述,而是对

历史进行恰当的理论分析.理论化程度越高,理论模型越清晰,历史分析才会

越有说服力.④ 所以,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不仅要详细地叙述,也要借

助理论做出连贯的描述.历史学家要处理的历史证据复杂且多样,有必要借

助“类似于身体骨骼的理论,赋予身体(史实)以形状和功能”.⑤ 理论的模式、

概念与叙述就是历史叙事的“骨骼”.借助它们,历史学家得以理解历史事实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历史进程的连续性,让历史叙述描述和分析更加紧凑,

把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⑥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荣休教授威廉休厄尔(WilliamSewell)指

出,历史学家通常关注偶然性、复杂性和因果异质性,较少反对事件发生顺序

(sequence)的重要性或者认为事件发生的背景无关紧要.事实上,事件和过程

不断以多种多样的、重叠的方式互动:这样的互动模式并不是持续偶然发生

的,更确切地说,规律会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出现,构成不同地点下的集合,形

成社会结构的边缘和边界.也就是说,这些相对固定的互动模式会被复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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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社会事实(或称其为具有连贯性的实体).有学者称这样的实体是历史和

社会科学之间的接触语言(contactlanguage).可以认为,“历史本体论”的研

究就建立在对这些实体的出现、延续和扩散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实体

也可以被理解为概念、制度或理论.①

此外,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有助于外交史学家精准地定位和描述历史现

象,美国杨百翰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肯德尔斯泰尔斯(KendallStiles)认为,

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融合具有很大潜力,概念源于对历史的审视,而历史只

有通过概念才能获得理解.②

(二)解释和普遍化历史

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显著地改善史学的解释功能.它弥补了外交史学中理

论和方法的不足,帮助外交史学家发现历史事件的模式,而不是只着眼于一些

独特的事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藉此促进外交史的理解与描述.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亨培尔(CarlHempel)广为接受的定义,解释就是

“表明一件事是更具普遍性的一类事件的一员.”③这个定义也被称为“覆盖律”

或“演绎—法理模型”(deductiveＧnomologicalmodel),其中普遍化被视为是解

释的前提,简言之,就是用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来说明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

历史学家是理论的消费者,国际关系理论家则是理论的生产者,国际关系

理论的建构能够为外交史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补充概念性和一般性知识.美

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克列维(JackLevy)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利

用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假设、模型等理论工具来辅助外交史的研究.所有的经

验观察都是通过先验的心理框架过滤的,解释必须建立在潜在的理论假设和

概念的基础上,而这也是外交史研究所欠缺的,他们只是构建基于叙述的解释

而不是基于理论的而解释,而国际关系可以利用概念、分析和假设、模型等来

对外交史进行解释和概括,从而推动外交史的研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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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雪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埃曼夫妇(ColinElmanandMiriamElＧ
man)看来,历史学家在考虑问题时往往忽略结构、因果、变量与战略互动等因

素,但国际关系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

问题的,那些主张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

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或隐藏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鼓

励和沉迷于抽象概念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作现实,我们只有往

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①

历史是理论的主要来源,理论则是历史的深化和简化.没有理论的历史

是盲目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乔治劳森(GeorgeLawson)
通过建构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谓的“思想图景”(thoughtpictures)来
实现“理想类型化”(IdeaＧtypification),并以之作为检验经验现实的启发式工

具,“理想类型化”并不意味着复制历史,而是作为历史现实的简化地图,以帮

助研究人员追踪和描述典型因素的配置如何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特定的历史结

果,以说明具体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理想类型化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而
是旨在简化历史,目标是揭示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又是“可移植的知识”.理

想类型化突出了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关键特征,并反过来检验这些关键特征在

其他时间点的显著性,理想类型化是以事件为开端的偶然性概括的发展,这种

概括为理解某些同类型事件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依赖,成为历史与社会科学连

接的一个活跃点.②这种形式的具体研究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

家迈克尔曼因(MichaelMann)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面描述,或者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霍布森(JohnHobson)对现代国家体系全球起源

的探索,③这些研究在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兑现了社会科学对

“旨在产生事实知识的系统研究”的承诺.

(三)预测历史的走向

即使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只是概率性的,历史学也会因此受益.埃曼

夫妇在他们的前引文中指出,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和政治科学家不同.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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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解释基于叙述,而非理论.历史学家聚焦于过去,对当前关注较少,也较少

做预测.① 加迪斯认为,历史的潜能在于通过理解过去为认识未来提供启示,这
种启示更多地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感觉、有时候是推理来想像未来.
虽然历史研究没有明确地说要达到什么目的,但它的预测能力比理论更强.② 在

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经验所蕴含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是不能够被忽略的.不过,
如果只是做事件陈述,而不从中寻找决定性的解释变量,就无法提取一般性结论

以建立合理的因果推论.所以,盲目地认为历史学家能够做预测也是错误的.
相比之下,从事件陈述中抽象出决定性的自变量显然是国际关系学的专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都是思想史,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解读.对历

史的每次个体化解读都是一次自我创新的过程.由于个体化的差异导致每次

解读都不相同,研究内容因此也就无法复制,也难以传播.既然历史的预测功

能很有限,我们可以转而依赖更加简洁和程式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学者认

为,理论是一个模型、一个路线图或者一个透镜,理论的作用是理解历史.理

论应该优雅而简洁,旨在阐明国际政治的总体趋势或结构,然而,理论也不是

歪曲历史或捏造因果关系的许可证.它是理解的工具,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捍

卫的信条.③ 我们只有通过合理地利用理论才能增强历史学的预测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关系学不仅能有助于实现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在方法和

技术上也能对历史研究形成有益的启发.国际关系学的方法不断发展,吸纳了

各学科的方法,为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模式,拓展了外交史学家的视

野,使得他们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

史蒂芬哈伯(StephenHaber)认为,外交史学家可以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家使用的

分析技术(如基于数据或数学模型的综合研究),并学会科学检验他们的猜想.④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类型学

加迪斯认为,外交史学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外交史

学家有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从货架上挑选合适而非心仪的产品.⑤ 本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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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交史学家选择国际关系理论产品的标准并不是史学家的个人偏好,而是

理论产品本身的类型:只有当历史研究的目的与理论的功能相匹配时,理论才

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加迪斯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指责和由

此产生的研究转向,实际上是理论功能错配的结果,是“关公战秦琼”.

社会科学理论分为规范理论和经验理论两个类型,其中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回答“应然”的问题,面向未来,可能受到历史的启发,但没有经验支持;经

验理论(empiricaltheory)则是关于“实然”的系统陈述,无论采取演绎还是归纳的

理论建构方式,本质上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和归纳.我们通常把规范理论划

归政治哲学的范畴,所以,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是经验国际关系理论的代名词.

常规经验研究的主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建构,二是经验检验.经验

检验是对研究设计的执行.研究设计则是“指导搜集、分析和阐释数据的过程

的方案.”①克施文德和席美尔芬尼根据经验检验中样本观察数和因果推理的

类型,把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四种类型(参见下表):②

表　国际关系学因果推理的类型

因果推理类型

因素导向 结果导向

观察数

大样本
第二象限 统计(回归)分析

例子:奥尼尔和拉塞特(２０００年)
第一象限 定性比较分析

例子:柯尼希—阿奇布贾(２００４年)

小样本
第三象限 比较个案研究

例子:斯摩克(１９７７年)
第四象限 单一个案研究

例子:埃利森(１９６９年)

　　资料来源:ThomasGschwendandFrankSchimmelfennig,eds．,ResearchDesigninPolitiＧ
calScience:HowtoPracticeWhatTheyPreach,London: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７,p．１４.

上表的观察数指的是样本规模,简言之,就是支持理论的经验数据的数量.

根据因果关系的类型,研究设计可以分为因素导向(factorcentric)和结果导向

(outcomecentric).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探索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

寻找充分条件.因素导向研究设计忽略过程或者把过程视为一个黑匣子,只考

察在控制阶段前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和方向,自变量通常只有一个.

相比之下,结果导向的设计则通不同的自变量组合来对因变量做出充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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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上述四种类型的理论履行不同功能.具体而言,因素导向研

究设计支持的理论只能用于解释(第二、三象限);结果导向研究设计和大样本

支持的理论可以用于预测(第一象限),而结果导向设计和小样本支持的理论

很接近描述性理论(第四象限).

因素导向的研究设计旨在测试单一或少数自变量对因变量施加影响的统

计显著性、方向和强度.这样的研究追求理论的外部有效性,即研究结论(理

论)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同类现象.象限二的代表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政治

家约翰奥尼尔(JohnOneal)和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拉塞特

(BruceRussett)对康德“三角和平论”的系统阐发和检验.康德将国际贸易、

“民主”制度和国际组织视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① 两位作者把三个

因素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做了系统的论证,并使用１８８５—１９９２年６０００对国家的

大样本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支持了康德的假说.象限三的理论可以以布朗

大学已故外交政策发展中心主任斯摩克(RichardSmoke)对冲突升级的探讨

为例.② 斯摩克认为“概念失败”(conceptualfailure)是导致冲突升级的重要原

因.所谓概念失败,指的是决策者错误地理解了决策的历史背景,未能认识到

决策的后果不是一个事件而一系列事件,尤其低估了对手对于未来的期待与

自身期待的差异.同时,概念失败又是一系列认识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面对

模糊性和复杂性时决策者的认和一贯性偏好(cognitiveconsistency).斯摩克

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化、聚焦比较分析,包括正反五个案例:西班牙内战、普奥战

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七年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结构现实主义”“新制度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这

样的体系理论通常属于因素导向理论的范畴,③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体系理

论往往强调单一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比如,上述三个理论的贡献分别在于

论证了物质(军事力量)分配、制度分配和文化分配对国家间(大国)关系的影

响;二是虽然这些理论的建构者未必提供了系统的定量或定性经验检验,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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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么符合人们的直觉或常识,要么得到后续经验研究的支持.比如,一方

面,冷战被视为“结构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华尔兹的理论

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得到了后续现实主义者的检验和补充.①

结果导向的理论分布在第一和第四象限,两者在形式上的差异是经验支

持的多少.第四象限是单一个案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

利森(GrahamAllison)针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决策提出的理性决

策、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模式.② 虽然艾利森旨在解释,但由于只有单一个案

作为经验支持,所以,这类文本中的解释类似于一对一的描述.尽管如此,艾

利森的解释充分地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解释与历史学解释的区别.国际关系学

者追求一般性与理论性解释,而历史学家则注重叙述性解释和阐释,重视事件

叙述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寻求特殊事件的特殊解释.③ 第一象限的理论以定性

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为经验基础.从形式上看,

定性比较分析和单一个案研究都旨在寻找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两者的区别

在于样本规模的大小:前者要求至少１４个观察数(案例),后者则只有一个观

察数(案例).定性比较分析以集合论和布尔代数为数理基础,承认现实因果

关系的复杂性,着重探索社会现象的多重或并发条件的一种分析方法.定性

比较分析并不将各影响因素视为独立作用于因变量的自变量,而是将其视为

以组合方式共同引致被解释结果的条件构型中不可与其他因素割裂的要素.

这种方法并不关注个体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而是专注于挖掘对被解释

结果有解释力、由大量前因要素组成的相似或相异类型.④ 换言之,定性比较

分析寻找导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马修

斯柯尼希—阿奇布贾(MathiasKoenigＧArchibugi)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回答了

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欧盟成员国追求超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另一些成员

国则坚持主权至上原则.这个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把欧盟成员国对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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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设置为因变量,根据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的数据,发现了

产生外交和安全领域超国家主义的两条路径:一是成员国的地区治理水平＋
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与其他成员国投票的趋同性;二是成员国的地区治

理水平＋公众对欧盟的认同程度＋成员国综合实力.①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理论中,只有第一象限的理论具备预测能力.在很多

国际关系学者看来,预测是本学科的基本目标之一.② 国际关系学的预测记录

一直差强人意,更重要的是对重大事件的预测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从形式上讲,要增强一个模型的预测能力,就有必要在该模型中添加尽可

能多的变量.变量添加不是随意的,每一个变量都代表着对一种理论的认同.

例如,我们在预测国家能力时,常规的控制变量包括国际冲突、内战、联邦制、

政权类型、族群政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来援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诸

多因素.这些变量往往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中被反复确证会显著地影响

结果变量.唯有添加尽可能多的变量,才能最大化预测成功的概率.变量添

加的过程,也是将探索必要条件的理论转化为寻找充分条件的理论的过程,理

论从因素导向转化成了结果导向.

这个转变是有代价的,首先是牺牲了理论的简约性,导致模型的内涵越来

越丰富,结果让模型丧失了作为理论的价值.不仅如此,预测还可能摧毁理论

本身.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宜诺德梅斯奎塔(BruceBueodeMesquita)

等指出,逻辑上的一致性是理论成立的首要前提.③ 逻辑不能自冾的理论无法

证伪,这不仅让理论的内涵复杂化,而且使得理论丧失了其经验属性.例如,

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朝鲜的军事能力相对韩国下降很显著,对韩国形成的

威胁急剧下降,维持美韩联盟的必要性因此显著降低.尽管如此,美韩联盟并

没有解体或削弱,原因有三点:(１)韩国为了维持内部团结和国家身份,不能过

度改善和美国的关系;(２)韩国必须无条件地在军事上依附于美国,才能在与

朝鲜发生冲突时得到美国的有效保护;(３)美国的是西方世界的盟主.这个身

份使得美国必须履行保护盟友的职责,对朝鲜可能对韩国形成的军事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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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给予充分的威慑.① 此外,美韩联盟已经运行了３０—４０年,制度已经成

熟,联盟的维持成本远低于建立成本,也是韩美联盟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上

述四点至少涉及现实主义(军事实力)、建构主义(国际身份)和自由主义(制度

运行成本)三种理论.显然,上述对于美韩联盟延续的解释是比较充分的,它

杂糅了假定很不相同的至少三种理论,由于三者的基本假定各不相同甚至冲

突,所以理论本身自相矛盾,很难证伪.不仅如此,这样的理论即使预测正确,

我们也很难辨别到底是哪个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最大,以及不同自变量

的相对影响各有多大.对于单一历史事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起因曾一度是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史的热门问题.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

们贡献了诸多解释.但是,由于历史既不可逆转,又不可复制,学者们的洞见

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学术共同体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确认到

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②

综上所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批评是错位的.他的观点与埃

曼夫妇等相同,认为历史擅长解释过去,国际关系应该预测未来.③ 不过,加迪

斯认识到历史的预测功能十分有限.他深刻地指出:“相较于数学与化学等

‘硬科学’,历史的预测效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实验室条件下,相同数量和条件

下的变量重复组合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而面对人类社会中不可复制的现

象,历史则更多地依赖于想象.”④他转而寄希望于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精准的预

测,因为预测被不少学者视为社会科学的目的之一.

实际上,即使加迪斯运用第一象限的理论来做预测,预测结果很可能仍然

是失败,原因在于:国际关系预测都是概率性的,很难确保每次预测都正确.

进一步说,国际关系预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成功,成功预测是小概率事

件.预测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国际关系世界是人的世

界的一部分,人的世界与物理世界是异质的.物理世界中存在的两个特点,即

决定事物间关系的条件是稳定的与事物对条件作用的反应是稳定的,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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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在人类世界中都不存在,人类行为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易变形.所以,自然

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在预测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

能力是很有限的.① 导致这个现实的原因还在于人的世界存在太多的偶然性和

突发事件;国际关系学者所要观察到和处理的经验资料庞杂无序,所能接触到变

量只是数量众多的因素的一小部分,并且很多变量不可控制.不仅如此,不完全

信息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进一步提高了预测的难度.加迪斯本人认识到,

“没有谁比历史学家(或小说家)更能明白现实的复杂了,如此复杂以至于总结出

一套可用的理论几乎成为不可能,偶然因素足以完全破坏之前建立的理论”.②

不仅如此,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撰写历史事件的史

学家即使谨遵兰克学派的学术规范,如实直言,也难免在材料的选择和辞藻的

堆砌上渗透自己的观念和想法.一旦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渗入主观因素,规

律本身就会被扭曲,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性也会遭到破坏.自然界的演变过

程与人类基本无关,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则和人类密切相关.主体本身参与了

客体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客观规律.③

鉴于以上的原因,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学者必须懂得和永志不忘的第

一个教训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使得简单的解决方案和可靠的预言成为不可

能,正是在这一点上,学者和冒牌学者分道扬镳了”.④华尔兹也明确地指出,国

际关系理论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预测.⑤ 在这些学者看来,精确预测的本质

就是“历史决定论”:人类的状况亘古不变,历史是永久的先例,未来只需按照

天意的设计来生活.⑥ “历史决定论”在国际关系学中呈现为一个较弱的版本.

学者们相信“过去传达了关于事务必然经历的未来路线的信息,”⑦政治在本质

上是模式化的,并且这种模式会在一定时期持续下去,而国际关系学的功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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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现这些模式.① 加迪斯对此也有深刻的见解.他指出,预测是人的本能:人
类无论是认识自然还是社会,都有天然地进行理论综合的倾向.人类的理论综

合本能的目的在于得到一套可供遵循的方法、路径、视角.依靠这些方法、路径

和视角,我们得以在下次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少走弯路,提高认识客观对象的效

率.尽管如此,现实的复杂性有可能会使得之前总结的判断无法完全有效指导

之后的认识活动,这就容易导致理论的失效,这一情况成为任何理论都无法避免

的两难困境.② 加迪斯继而指出,历史是不可复制的科学.它并不假定知道过去

就会揭示未来,而是提供方法,以应对将要到来的一切.历史学与其说要预测未

来,不如说要为之做准备.③ 可见,加迪斯对于历史学预测功能有着客观、清醒的

认识.相比之下,他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期待则是反科学、非理性的.

结　　语

作为当代著名的外交史学家和冷战史权威,加迪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经

积极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辅助冷战史研究.但是,由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

义理论”未能预测到冷战和平终结,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产生质

疑,并做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的论断.国际关系是人

的世界.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无法像在物理世界那样做大规模的可控实

验.作为一门“软科学”,国际关系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所以,加迪斯对国际

关系理论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而是由于他对国

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做出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实际上,加迪斯也并未完全放弃国际关系理论,他只是彻底放弃了“结构

现实主义”,转而借用强调文化和意识因素的“建构主义”.本文的分析表明,
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帮助史学更好地发挥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学术功能.缺乏

理论的历史学研究是支离破碎的.两个学科应该在方法和技术上互相借鉴,
促进彼此的共同发展.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研

究的目的不同对理论的需求也不同,在选择国际关系理论来辅助历史学研究

时应选择合适的理论,即根据不同功能需求匹配相应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才
能更有效地推动外交史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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